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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赴德國進行檢察業務研習組成人員共計四人，包括團長即高檢署檢察官調法務部參事楊秀蘭、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郭麗娟，以及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鍾曉亞、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廖梅君。
    參訪、研習地點係與檢察事務有關之檢察機關為主，其次也參觀德國法院的相關運作。而研習主題則藉由座談及參訪之方式，進一步了解、觀察德國司法機關之職務及實際運作等面向。換句話說，利用觀看他國之司法機關運作而對照我國司法機關之運作，而產生新的思考，激盪新的思維，讓在檢察機關服務的我們，於自己崗位上執行職務時，能有更寬廣的視野與態度。
貳、行前事務分配
    由於本次研習時間非常匆促，僅有7天，為避免因思慮不周有所欠缺，團長楊參事前邀集研習團，進行各項事務分配。
    以下為訪問團德國行行前會議暨參訪分配事宜：
一、96、11、1日上午9時30分：第一次參訪討論會議，討論結果由楊參事負責統籌全部參訪事宜、分配審核參訪議題、與外交部及駐德代表處聯繫相關事宜、準備禮品事宜、擔任領隊兼發言人、決定拜會路線、座位、發問順序、時間、審閱三名檢察官之參訪報告並簽陳法務部、檢閱報支事宜。郭麗娟檢察官負責收取護照交旅行社及拿取機票、護照等事宜、擬定參訪相關事項、摘記參訪相關事項、彙整研習報告。廖梅君檢察官負責訂德國之火車票、接洽旅行社比價及購買機票、景點規畫、準備德國行程書籍以及整理參訪照片等事宜。鍾曉亞檢察官負責購買茶葉禮品、換歐元、擔任總務（記帳、保管單據）及回國報支、攜帶錄音筆及信封等事宜。 
二、96、11、14日上午9時---第二次參訪討論會議，包括分發護照及機票、傳真信用卡資料給旅行社、討論拜會行程、分配致贈禮物、兌換歐元、分配拍照及記錄者、其他與本次參訪相關之細節。
叁、研習行程
    11月底的德國又濕又冷，天空總是一片灰濛濛，一股強烈寒冬氣息壟罩。研習團成員坐了10幾小時的飛機，雖然仍在適應時差，大家依然神情奕奕、精神抖擻，把握這次難得之機會，專心觀察及聆聽，並互相交流。以下為研習團赴德國之研習行程概述：
一、96年11月19日（星期一）
    下午1時30分（德國時間，以下亦同）由台灣駐德代表處黃文王先生駕駛9人坐自小客車搭載該處陳尚友秘書及翻譯胡博硯同學至研習團下榻飯店City Partner Hotel（地址為Leipziger Straße 65 D-10117 Berlin Berlin-Mitte）與研習團會合。一行人浩浩蕩蕩前往柏林邦檢察總署（德文為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  Berlin，字譯為柏林邦總檢察署或柏林邦最高檢察署。位於E1ßho1zstraße  30-33，10781 Berlin ）。到達時由該署指派一名女性員工於大門口引導我們前往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首席主任檢察官德文為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為該機關之檢察長但非檢察總長）先生辦公室，由其親自在辦公室接待並以圓桌座談之方式進行雙方之交流。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首席主任檢察官首先以40分鐘左右之時間介紹檢察總署及其個人、其他主任檢察官、檢察官等所負責之職務，以及彼此之分工（內容詳後）。席間，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笑臉迎人，一派輕鬆，對我們諸多提問均能有條不紊一一回答，讓我們如沐春風，見識到其優雅之風度與豐富之學識。
     參訪完畢，由研習團團長楊參事致贈法務部之禮物，一行人隨即返還下榻旅館梳洗一番，因為預定晚上6點15分由旅館出發，參
加由駐德代表尤清先生主持之晚宴。席間，尤代表說了很多留德期間所發生之趣事，雖然當晚德國實在冷的不像話，但在這麼遠的國度可以和故鄉的人一起吃飯，別有一番溫馨滋味。
二、96年11月20日（星期二）
    下午2時，研習團一行人由駐德代表處秘書張鵬輝及黃文王先生、翻譯胡博硯同學陪同前往柏林邦法院地檢署（Staatsanwaltschaft Berlin，以下簡稱柏林地檢署，位於Turmstraße91，10559 Berlin）。到達時由該署一位女檢察官接待我們通過安檢後，在一樓大廳通往二樓樓梯間簡略向我們介紹此棟已近百年之建築，柏林地檢署不因時間的推移掩飾她原有的氣派與莊嚴，也深深感受到在這棟古董建築內上班的驕傲。隨後她帶領我們前往一間專門與外賓進行訪談之會議室，主任檢察官（德文為Oberstaatsanwalt）UlF-Hartwig Hagemann已在裡面等我們。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以德國經濟犯罪為議題與我們交流座談。從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精闢的說明與回應可以了解其是一位辦案經驗豐富的檢察官，對實務運用不但熟稔，對檢方面臨之困境更是透徹。
三、2007年11月21日（星期三）
    研習團自柏林搭乘火車抵達漢堡，由駐漢堡辦事處游淑琪秘書、林紹華先生陪同前往下榻旅館Hotel  Popp（地址為Kirchenallee 53，20099 Hamburg） 休息。晚上則在旅館附近吃了一頓富有異國風味的土耳其餐。
四、2007年11月22日（星期四） 
    上午十點研習團由游淑琪秘書、林紹華先生、翻譯古承宗同學等人陪同前往漢堡邦檢察署（德文為Staatsanwaltschaft  Hamburg，地址為Gorch-Fock-Wall 15，20355 Hamburg，以下簡稱漢堡地檢署）進行預定之參訪活動。由該署檢察官Hirsemaentel女士出面迎接，眾人於會議室中進行彼此之交流。此次參訪由該署檢察長親自主持，除簡要致詞表示歡迎外，即離去洽公，隨即由二位女檢察官、二位男檢察官進行交流。期間每個檢察官分別介紹該地檢署之歷史、職務、案件類型等，其中並詳細介紹性侵害案件之偵辦過程，讓人印象深刻。座談完畢後，中午由駐漢堡辦事處處長張曉妮宴請研習團在附近餐廳便餐。
    同日下午2時，原班人馬則接續參訪漢堡財政高等法院（德文為Funanzgerecht  Hamburg，地址為Luebeckertordamm 4，20099 Hamburg，以下簡稱財政高等法院）。由對台灣非常友善，目前擔任台德法律人員協會理事長即財政高等法院院長Dr﹒Jan Grotheer先生 親自出面接待。院長與研習團一行人在會議室進行訪談，進行一系列有關該院之職務、案件處理等議題介紹。院長非常友善、和藹、幽默，座談後還邀請我們穿著德國法官的法袍坐在法庭上合影，完全沒有架子，讓人印象深刻。
五、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
    上午9時30分自下榻旅館出發，於10時抵達漢堡地方法院（德文為Landgericht Hamburg， 地址為Sievekingplatz 1，20335 Hamburg，以下簡稱漢堡法院），由院長Kai-Volker Öehlrich親自接見。剛好當天早上院長自己擔任審判長，要審理一件少年縱火案件（少年被收容中），於是特別允許訪問團一行人進入法庭旁聽，也讓我們親身體驗德國法院在審理有關涉及少年及重罪之過程，實在是一個可貴之經驗。
六、2007年11月24日（星期六）
    下午3時30許，由游淑琪秘書、林紹華先生陪同訪問團一行人前往漢堡機場搭乘英國航空BA-0967號班機前往倫敦再轉機返回到桃園中正機場。
4、 柏林邦檢察總署參訪紀要               鍾曉亞  撰
一、考察方向及問題意識
    我國檢察體系相對於各級法院，在各縣市設有21個地方法院檢察署，全國地方法院檢察署再依地理位置分為北、中、南、東及特別行政區，分設6個高等法院檢察署，並統轄於最高法院檢察署下，基於檢察一體原則，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依法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實施犯罪偵查。德國檢察體系第一級為邦法院檢察署（但在柏林邦及法蘭克福市另擁有獨立之職務法院檢察署），第二級為總檢察署，在聯邦僅有聯邦總檢察署，主要負責涉及國內外安全事項，並無指揮監督各邦檢察署之權限。
    在台灣，全國案件除內亂、外患罪屬高等法院檢察署之事物管轄外，其餘類型案件均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故公務員貪瀆案件亦由地方法院檢察署設立肅貪專組偵辦，惟為因應特殊敏感性之重大案件，參考日本特搜部之模式，於96年4月2日正式於最高法院檢察署下設立特偵組，負責：一、涉及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的貪瀆案件；二、選務機關、政黨或候選人於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涉嫌全國性舞弊事件或妨害選舉案件；三、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案件及經檢察總長指定的案件。在德國，因中央政府機關所在地為柏林，若有總理或內閣涉及弊案時，由柏林邦法院檢察署第23部門（打擊貪污部門）執行，並由柏林邦總檢察署指揮監督。由於近來發生首長特別費起訴與否之爭議問題，故欲藉此次參訪柏林邦檢察總署以瞭解下列問題：
（一）德國有無類似我國特偵組之組織？
（二）在偵辦類似我國特偵組偵辦之案件，有無遭受政治力介入或遭 
      遇其他阻力而有另設立特偵組之提議？
（三）就總統、內閣各部會首長及國會議員涉及公務員貪污瀆職案 
      件，是否由邦檢察署負責偵辦，並由邦總檢察署指揮監督？
（四）類似我國特偵組偵辦之案件，如不起訴處分後之再議程序為
      何？
二、參訪紀要
時間：96年11月19日下午14：00-17：00
地點：柏林邦檢察總署
以下為柏林邦檢察總署首席主任檢察官Hans Jurgen Fatkinhauer之發言全文：
    首先歡迎四位女同事的來訪，先介紹檢察總署的組織與分工。檢察總署總共有六大部門，其負責其中一個部門，檢察總署總下轄柏林地檢署，上級為柏林邦司法廳（一般各邦之上級機關為司法部，柏林為邦司法廳），如果是檢察總署會被稱為中級檢察機關，就如同漢堡一般，有上下兩層麵包，我們現在看到的柏林邦檢察總署就是中間那塊肉。主任檢察官目前的工作除85％做檢察官的事務，另外15％是在行政部門擔任領導防制貪瀆小組的工作，因為防治貪污的工作有部分在邦司法廳，他僅針對他處理的三個部分說明如下。
    這種三個部分的作法像是希臘建築的神殿，由三根柱子組成，架構起最上面的橫樑--柏林對抗貪污。有人認為這是柏林的三根柱子模式，所要達成的目的就在追緝及預防貪污問題。為何要組成此種模式是有原因的，引爆點在上個世紀調查黑手黨涉及集團犯罪及貪污之案件，這案件發生在夏絡騰堡區，是該區之建管單位與建築公司之間的問題，因為建管單位屬於當時執政團隊所領導，政治上的牽扯很深，公務員、幫派、政客均牽扯其中，這是柏林從未發生過的問題，這案件轟動國際，連華盛頓郵報也報導過，偵查的開端是由地檢署負責組織性犯罪的檢察官來偵查，因為幫派在思圖加附近的加油站發生槍戰，雖然發生地點在思圖加，但武器是來自柏林，且武器管制是屬組織性犯罪管轄。故由柏林地檢署發動偵查。基本上此案件於1984-1985進行調查，當時多數檢察官對牽涉政治部門的犯罪偵查並無經驗，如果沒有發生槍擊案，這件案子是不會爆發。主任檢察官即是當初處理這件槍擊案的檢察官，當初也沒想到這案件會引發一件又一件的案件。由於當時沒有足夠人力處理本案，才會有組成專門偵查貪污案件團隊的想法，當初柏林地檢署想要成立一個專門偵查貪污的部門，這就成為三根柱子模式的第一根柱子，目前這一組依然存在，有10位檢察官，由主任檢察官領導，一半人員處理經濟犯罪，一半人員處理貪污案件，因為貪污和經濟問題一直牽扯很深。
    德國並無特偵組的組織，因為對抗貪污小組是處理所有貪污問題，不管對象是誰。實際執行偵查工作仍是地檢署檢察官。檢察總署的工作是監督及與地檢署檢察官討論法律上的問題，並提供法律指導，可以給特定意見，但不能要求一定採用。檢察總署不能承接案件，也不會具體命令要羈押某人或不准偵查某人，如下這種命令是也不許下級機關遵守此一命令，下級機關亦有權偵查此種違反職務的犯罪，簡言之，檢察總署原則上不會介入偵查，唯一例外是討論法律適用。法律常會出現不同意見，當不同觀點都有理論支持時，主任檢察官可以做最後決定，如果地檢署堅持要採不同意見，檢察總署可以接手此案件。對於政治部門有報告義務，如果有政治人物被搜索，需要報告檢察總署，但執行之後才能公布，避免消息洩漏。邦司法廳對檢察總署亦有監督的權利，即為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職務上的監督，唯一差別是邦司法廳不能將案件收回去做，只能下令請檢察官注意某法律意見。司法廳長可以給不同意見，但不能拒絕下級的意見，其實不算命令，而是一種討論。這種事情非常敏感，以25年的工作經驗而言，還沒遇到司法廳長給下級檢察官如此明確意見。在德國貪污防制工作都在檢察署，與臺灣有特偵組的所區分並不相同，最終決定是否起訴的權限在檢察官。基本上檢察官要很有骨氣，畢竟仍會影響升遷，基本上地檢署也是團隊做決定。
    另外一根支柱的產生在1995年，較第一根柱子晚了10年，這是政策上的決定。畢竟單純刑責無法防制貪污問題，除了事後追訴，事前防制也非常重要，這種想法是從企業體學習的，每個公司都有內控監察部門，內部監察部門就是防止公司內部詐欺問題，這種做法亦適用於行政機關，這是創立此制的最初觀念。後來在柏林的行政機關內設置政風機構，加入對抗貪污團隊。工作小組成員設置在邦司法部下，主要由建設部、經濟部、司法部、柏林地檢署、檢察總署、會計、稅務稽查人員、內政部、區公所工作人員、邦審計署人員組成，每年有四次工作會議，由主任檢察官領導。
    這小組的工作在分析貪污、預防貪污事件，制訂指導方針，負責解決打擊貪污問題、推廣貪污防制公民教育，開一些課程邀請民眾參與，制訂行政規則來決定接受禮物及餽贈的標準。因為在先前提到的案件中，發現建築公司有送禮名單，1985年時德國在貪污法制並不完備，所以該案件凸顯此一缺陷。當時檢察官必須證明禮物是在何種情況下送公務員，如果在發建照後幾個月後才送公務員，因果關係會受到挑戰，基本上這問題在1995年刑法修正後才解決此問題。德國司法行政廳在未修法前，已規定基本上接受禮物是被完全禁止的。唯一例外是與工作完全無關，或社會上認可的一些小禮物，如花、巧克力，此外都在禁止之列。這規範在前兩年已不再適用。這工作小組就在討論此一規範。例如國外參訪團常會送一些禮物，他都必須說不能收，對方都會覺得非常驚訝，所以後來規範這部分應該被允許，畢竟參訪團送禮的目的在社交行為，與貪污完全無關，也不會因送禮而有差別待遇，如依照舊有規範，是不能收受這禮物的。這工作小組直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根柱子在有關於資訊收集，所有資訊都會進入設於中央的貪污防制小組。資訊的來源如下：地檢署偵查犯罪時發覺的資訊、從行政機關、市民提供、公務員、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以檢舉方式匯集到檢察總署領導的貪污防制小組。主任檢察官監督下級檢察官，作為檢察總署此一部門的主任檢察官，成立貪污防制小組才能對柏林的貪污問題有全面瞭解。政風機關如發現問題必須要向主任檢察官報告，主任檢察官亦可要求大家對他報告貪污防制情況，並兼有顧問性質，提供市民或邦公務員法律問題諮詢。主任檢察官從1995年參與此工作到現在，他認為他的工作很有意義，做為最上層的大家長，他控制這三根支柱，也使這三根支柱互相影響發生作用，他也是下面與上面溝通的管道，做為漢堡中間的那塊肉，也要於年底向上級機關提出年度報告，分析柏林的貪污情形有無更嚴重或減緩，並提出政治上的建議，因為如果趨勢是顯示變得比較嚴重，政治層面必須有相應措施解決此一問題。德國在貪污問題的防制上是一路走來的漫長歷程，期許大家在工作崗位上繼續努力。
    最後首席主任檢察官綜觀他的工作時表示，他還需要領導檢察總署裡的主任檢察官，現在有一位秘書，但不需經過秘書辦公室就可以直接進到他的辦公室。由於目前並無直接偵查犯罪，所以也無需設置許多工作人員，主要在對行政機關的人員進行在職法制教育，接待外國參訪團（明後天分別是烏克蘭和波蘭代表團，都是在這間辦公室交流）。基本上德國是比較沒有貪污問題的國家，早期並沒有這樣的文化存在，雖然公務員的薪水不高，但最早普魯士公務員就有不貪污的要求，故在1985年貪污案爆發時，德國才驚覺其也有貪污問題。而現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德國企業在國外也會有賄賂他國政府的行為。雖然貪污在德國並不嚴重，但對抗貪污是全球性的問題，我們不能讓這世界變得更好，但試著在工作範圍內做好分內工作。如果每個檢察官都把分內工作做好，就不會有這些問題。當然除司法機關外，政治機關必須嚴肅面對，全球一起面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三、提問
提問一：貪污防制小組收集到資訊後如何處理？
收集到資訊後，判斷已涉及犯罪，發交地檢署偵辦，可是如認尚不構成犯罪，可發回行政機關的政風人員先調查清楚。
提問二：所有案件都必須先匯集到小組，再發交下來，還是地檢署收到資訊即可開始偵辦？
如果地檢署收到告發，地檢署就可以偵查，但必須陳報。當然地檢署會先進行調查，如果是較小、無關緊要的案件，在案件偵結後才會經由年度報告得知。如果案件並不重要，通常我們就接受結案報告，但經由如此報告我們就可以瞭解全貌。
提問三：擔任肅貪小組主任檢察官多年，覺得目前遭遇的最大困境為何？有無遇到過人身安全的問題？
如果有政治意義上的案件通常比較困難，但檢察官只受法律上拘束。當年辦那件與黑幫有關的案件時，有兩名隨扈保護，但現在比較好的是為團隊辦案有好幾位檢察官，如果想要對付某位檢察官，但還有其他檢察官在偵辦。
提問四：剛才提到團隊偵辦，由一位檢察官具名起訴還是團隊具名？
仍是由承辦檢察官做決定，但通常會與其他檢察官討論，尤其在政治意味較濃厚的案件，決定通常還是由該組的主任檢察官決定，因為受到檢察一體的限制，但這是要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沒有一個特別的程序，但會用更謹慎的方式。
提問五：關於前述與地檢署有法律意見不同的情形，是否曾發生過案件移轉的情形？
記憶中只有一件，是對於犯罪的起點有爭議，後來由檢察總署接手該案件。這種情況非常不尋常，因為大家會非常關注此案件，且對檢察機關的形象不佳。地檢署在偵辦案件過程中，如果檢察總署發現罹於追訴時效，會要求地檢署檢察官報告為何沒發現已罹於時效，雙方再討論，有可能是地檢署回覆只是寫錯了，如果並非寫錯，檢察總署就必須就實質的法律問題與地檢署溝通意見，如果地檢署仍是堅持意見，檢察總署只好把案件收回來做。在這兩年中，有發生五件類似這種情形，但都順利解決，畢竟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監督要非常節制。 
提問六：類似上開案件總署要向何法院起訴？
仍是向地院起訴，因為上級檢察機關可以做下級檢察機關的事。但這種情況真的很少發生，畢竟如果發生這種事對檢察體系的形象是一種傷害。
四、參訪感想
    此次從被通知到前往德國，僅有不到三星期的時間，接到通知後的第二天，四人即會面討論就法務部原先設定的主要項目，但將參訪的機關尚未最後確定，因此只能就大致確定的參訪機關分別擬定細部議題，並於五天後將題目交由外交部人員，轉德國外館人員代為翻譯成德文，並先轉交參訪機關。在準備議題的過程中，拜讀了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黃檢察官士元於95年代表臺北地檢署至柏林訪問的研究報告，黃檢察官於報告中曾指出柏林邦地檢署特有之職務檢察官制度有極高參考價值，故原先針對柏林地檢署的議題設定在職務檢察官。但由於德國人處理事務之方式非常嚴謹，認為已就原先法務部設定的議題安排接待人員，無法更動議題，因此我們只好臨時重新設定經濟犯罪議題，惟仍希望日後參訪人員有機會考察職務檢察官制度，做為我國修法之參考。
伍、柏林邦地檢署有關經濟犯罪之座談內容    郭麗娟 撰
一、前言
    如前所述，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是一位深根基層，實力派之檢察官，也對經濟犯罪富饒經驗，而本人恰巧在數年前偵辦過非法洗錢之案件，對其所述頗有戚戚焉。由於本人不懂德文，僅能針對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在座談會中所述，透過翻譯之說明，並佐以本人理解聽聞之範圍內加以整理，惟仍有不足之處，容先敘明。
二、行前準備與轉折
    行前一直認為參訪機關包括德國聯邦司法部，因此被分配之題目為即時抗告之議題，自己也立刻蒐集及詢問學長此部分之議題，因此遂擬定以下問題：
（一）被告若經法院裁定羈押，其所提之抗告可否視為即時抗告，而 
      得享有相關權利？此時，被告與檢察官所提之即時抗告有何差  
      異？
（二）遭檢察官提起即時抗告之被告安置於何處？被告安置期限多  
      久？安置期間之權利、限制（例如禁見、通信、接見）？遭安  
     置期間，可否視為羈押期間之日數？日後得否折抵刑期？最後
     若為無罪確定判決，該安置日數是否可請求國家賠償？辯護人
     可以有哪些權利（例如檢閱羈押訊問筆錄並得抄錄或攝影）？
     這些權利是否造成實務上執行層面之困擾？辯護人有哪些限制
    （例如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
     或禁止之）？檢察官有哪些權利或義務？檢察官可否於抗告法
     院提出新事證？
（三）為爭取時效，若原法院認為即時抗告有理由，是否原法院自為
      裁定？或一律送抗告法院？而抗告法院是自為裁定或發回由
      原裁定法院另行裁定？對抗告法院之裁定得否再抗告？
（四）受理羈押即時抗告需否將人犯移送至受抗告法院？受抗告法院
      須不須要開庭？如有開庭，法院應通知原裁定法院檢察官或者
      受理抗告檢察官蒞庭？檢察官是否「應」到庭陳述意見？
（五）在實務執行技術面，即時抗告對偵辦案件有何優點？發生何種
      缺點？德國有無制定因應措施或修法？
（六）德國律師團體及法官對即時抗告有何批評或看法、建議？
（七）台灣對法院駁回羈押聲請提出抗告之案件，一年不超過30件，
     對法院駁回羈押聲請提出抗告之案件，一年不超過30件，但由
     上級法院撤銷原駁回羈押裁定者，比例高達五成，請問：
     1、德國每年發生的即時抗告案件大概有幾件？是否造成法院或
     檢察官的額外負擔 ？
     2、德國每年由上級法院撤銷原駁回羈押裁定者，即時抗告成功  
     之案例之比例為多少？
    然而在接近起程之際，才被臨時通知聯邦司法部無法在此次行程中被排入，前開精心準備之題目只好作罷。經楊參事決定改負責目前最夯的議題-經濟犯罪，因此才會有以下柏林地檢署有關經濟犯罪之談話內容摘錄。
三、柏林地檢署座談會之內容概述：
    首先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簡要介紹自己是自2006年9月15日開始擔任該署C科科長（Hauptabtabteilungsleiter C），另外還擔任第21部部門主管。該署由6個部門負責偵辦經濟犯罪案件，偵辦的範圍包括組織犯罪之利益輸送、非法洗錢、稅法及關稅、非法工作等涉及經濟犯罪之案件。而其除負責經濟犯罪外，所負責之21部門還包括網路犯罪之偵辦，例如駭客以木馬程式進入網路銀行，以轉帳之方式將錢非法移走。又如以合法掩護非法，假藉銀行來進行非法洗錢，這種情形檢察官要舉證證明有非法洗錢之情形，而銀行如果得知有被利用進行非法洗錢之情形時，也須立刻向檢察機關告發，檢察官須馬上進行該金錢來源之調查，再於法條中尋求金錢來源應該被賦予何種歸類。因為在德國刑法中，1年以上有期徒刑是重罪，1年以下有期徒刑是輕罪，而有關常業非法洗錢行為是歸類在重罪之領域。
    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表示，由於尋找非法洗錢之金錢來源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事，因為金錢在銀行之轉出、轉入具有中性的特質，為克服這種困難，德國發展出一個準則就是以制式方式來規範，如規定私人帳戶如有特殊異動必須填表告知（依本人之理解，這方面之規定應該類似台灣金融機構如遇存戶有新台幣100萬元以上之異動必須填表陳報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換句話說，台灣與德國都是以制式方式進行規制、篩檢）。
    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另外提及有關非法洗錢被利用在商業途徑上之問題，例如屬於俄羅斯之公司在柏林購買土地，購買土地之金錢卻是由第三國（如非洲小島國）匯進，這種非法洗錢較為複雜，檢察官一定要調閱該銀行帳戶逐一比對，有時會發現前開金錢之轉入、轉出只是一個現金轉帳工作而已。
    他又說到有關網路經濟犯罪部分，例如自德國把錢轉入一個從不審核金錢來源之國家銀行。這時涉及跨國犯罪，德國檢察機關會透過國外檢察機關進行司法協助。但這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因為涉及他國刑事法的問題，而且有關財產性的犯罪在德國如果成立犯罪，但在他國卻不一定成立犯罪。即使現在在歐盟各國，彼此對刑罰之規定仍有很大之歧異性。是以國際間進行司法互助時，必須先行了解這種行為究竟在該國有無涉及刑罰。但因各國之間有語言的問題，以致對犯罪構成要件之了解又不同，即使德國、瑞士、奧地利使用相同語言之國家，對相同犯罪之構成要件仍有不同之適用。雖然深根公約有規範參加公約國彼此有互相遵守公約內容之義務，但依舊呈現一個問題，就是央格魯薩克遜人溝通之層面問題。
    此外，加上跨國性合作也涉及外交層次的問題，亦非檢察機關與另一國檢察機關可以解決之問題。例如柏林地檢署如果要發文向瑞士某地檢署索取資料，程序為柏林地檢署行文柏林邦地檢署，柏林邦地檢署再函文瑞士相關單位，瑞士再轉交該地檢署。這個公文函轉的流程非常冗長，往往對偵辦、追訴犯罪不利。因此必須想辦法建立一個直接與外國檢察機關交流之機制。例如柏林地檢署如果需要瑞士某地檢署幫忙，可以直接打電話給該地檢署請求幫忙。如果瑞士地檢署表示願意幫忙，就沒問題，當然前提是彼此有信賴感。
    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表示在歐洲，未經過司法互助所取得之證據，在法庭上是無證據能力的。換句話說，經過司法互助程序取得之證據，在訴訟上才被認可。不過前提是這個犯罪在德國是成立的，在互助國也是成立犯罪的。
    同時，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也提到和美國、加拿大司法互助之親身經驗，他認為這比和歐洲各國司法互助還更困難。在美國，外國要求美國透過司法互助提出證據，如果影響到美國人的利益，是不被美國允許的。因此可能導致德國檢察官無法進一步羈押涉嫌之被告，而須予以釋放，被告因而可以順利離開德國，以致偵查程序無法進行。當然檢察官也可以將被告的金錢凍結，但如果同前所述無法提出具有證據能力之有利證據，可能連凍結被告銀行的錢都無法進行。而在德國一旦把錢從德國銀行轉到國外銀行，是很難追回的。
    另外有關經濟犯罪案件之來源包括銀行自動告發、金融管理機構（類似台灣金管局）、行政機關之告發、私人告發、剪報偵辦（前提是檢察官要先行確定資訊是否正確）等，根據統計前開案源約有百分之十七會成案。
     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表示偵辦非法洗錢案件，平時必須閱讀許多相關的資訊。而洗錢過程不是問題焦點，追查金錢的來源才是偵辦過程中最困難的一環。另外投資詐欺也屬於非法洗錢的一種，有時檢察官發現是非法洗錢而進一步凍結該帳戶，但被害人還不知道自己被騙，並且認為檢察官凍結帳戶之動作是破壞彼此之交易。
    而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在聽到我們提起台灣詐騙集團風行，並假藉檢察官名義行騙一事，深覺不可思議。他表示在德國，詐騙集團打電話給被害人騙錢的案例多所聽聞，但從未聽過如台灣般，詐騙集團假借檢察官名義騙錢的。
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對我們問及有關犯罪嫌疑人資金凍結一事，也提到德國檢察機關進行的程序。他表示有關德國檢察機關要凍結他人銀行帳戶之步驟，首先檢察官必須先下一個扣押命令（原則是被告必須有重大嫌疑且有被判罪之可能性），再送偵查法官裁定同意。例外時則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如認證據會流失，可先由檢察官下令扣押，三日內再交由偵查法官審核，如果偵查法官不同意，檢察官可以提抗告。他也提及自己從以前到現在，尚未碰到有偵查法官不同意其扣押命令的。而當事人亦可對前開強制處分提出抗告，但其堅稱自己從未碰過當事人抗告成功之案例。
    我們亦追問凍結帳戶內之金額多寡是否會影響偵查法官審核因素？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認為依其認知，凍結帳戶金額之多寡並非偵查法官考量之重點，重點是考量該扣押命令是否符合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條B第三項之規定，而扣押命令期限是6個月。如果當中有被害人，可再延長扣押3個月，讓被害人可依照民事訴訟程序提出相關請求。至於檢察官如何判斷資金解凍日期？如果經審酌，資金並未造成任何損害，原則上就應予以解凍。但如果遭解凍之資金涉及貪汙，則遭解凍之資金必須先公告並追繳。
    同時，他也提到另依一個衍生問題，就是如果母國銀行在德國，而其分行係在國外，可否透過母國銀行系統去扣押國外分行的金錢？在德國這種情形還是要透過司法互助程序，若是確定判決也是要透過司法互助程序進行執行。
    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另表示據其所知，自2007年1月1日起，德國刑事訴訟法新修正第111條第1款規定，如果當事人就遭解凍之資金未進行民事訴訟程序加以請求，檢察官可以下一個先扣押並充公之命令。而修正該條文最重要之立法意旨為「金錢不可回到加害人身上」。此外，由於銀行帳戶長期被凍結，無法進行正常之轉帳工作，以致可能造成被害人有所損失，此次修法也審酌到對被害人之損失補償（惟他亦表示因為手中無詳細資料，因此無法進一步將最正確之修正內容告訴我們）。
    我們也問在德國有無銀行不願意提供帳戶資料之問題？他的答案是沒有，因為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60條有明文規定銀行必須提供。此外依照德國「金融事業法」（此部分係依照翻譯所譯），檢察官可以訊問金融機關有關銀行帳戶所有人之資料。銀行人員也有出庭作證之義務，因為針對銀行帳戶往來之相關問題作證，非屬機密，因此銀行人員不得拒絕作證。當然前面這種情形是指在德國境內，涉及跨國部分，還是要透過司法互助這個機制。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表示在歐盟各國，有由警察組成之刑事組織，但其亦以唏噓之口吻直言，可能要20年後，歐盟各國才會有地檢署聯盟之組織。因為所有的國家都想把「高權行為」掌控在身上。
    最後，我們表示台灣刑事訴訟法有認罪協商制度，德國有無關於「經濟犯罪」之認罪協商？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檢察官表示，在德國是沒有的，他認為認罪協商非屬法律之規範，其自擔任公職至今也從未做過，但他曾經見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曾經提到「認罪協商判決」。而目前德國也有一法律修正草案是跟認罪協商有關的，但他認為犯罪是很難去衡量的，認罪協商制度優點是可以讓程序進行很快，但基本上這涉及公平審判的問題，同時也是哲學的問題。
四、心得與建議
    筆者才疏學淺，對德語亦不熟稔，經法務部遴選赴德國進行一星期之研習，實感榮幸。深感全球化、多元化、資訊化、科技化的現今，各種變化及可能都會發生，前往他國考察，絕對可以讓自己有新思維、新感觸、新衝擊，亦能培養國際觀。當然也許無法一時產生重大的貢獻及回饋，但至少可以立刻開啟檢察官忙碌的心靈，讓這顆忙碌的心靈有所沉澱，並藉以咀嚼參訪交談中之所見、所聞、所思，進而有所助益。因此檢察官應多利用研習參訪機會，讓自己可以看看另外世界的檢察機關或司法機關，究竟跟台灣哪裡不同？思考他國之檢察機關運作有哪些值得學習或避免重蹈覆轍？聽聽他國檢察官在辦案過程中遇到哪些困境？如何處理？辦案心路歷程等？都可以讓自己日後碰到挫折與困難時，皆能以平常心相待。由於研習行程緊湊，包括搭飛機時間僅有一星期而已，加上個人學養關係，僅表示個人淺顯的感想如下：
（一）「王令麟涉及東森弊案遭檢方求刑28年，最近台北地檢署查出
     王令麟還有12億餘元的犯罪所得，藏放在中國信託敦南分行， 
     上月底緊急向台北地院聲請扣押，昨天獲准」（參96年12月4 
     日中國時報）。這個消息真是檢方最近幾年一項重大之突破，也
     回想起以前由於經濟犯罪大都不是檢方偵辦之要項，此種犯罪
     也無法引起社會大眾之注意。但由於各種經濟犯罪類型越來越
     多元化，且犯罪手法越來越精密，不法所得動輒千萬、上億，
     而該不法所得流向越來越難追查，犯罪嫌疑人經常是智慧型
     兼白領階級，藉著優勢經濟潛逃國外等等，導致社會大眾對檢
     方之質疑。有鑑於此，政府近年來透過多次修法，企圖將經濟
     犯罪導向重罪（例如證券交易法93年4月18日修正該法第171
     條及174條，除加重刑責外，也將涉案範圍擴大）之領域。程
     序上則透過部分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如積極推動仿美國羈押保
     釋改革法（Bail Refirm Act﹐1984）規定，於被告判決有罪，
     經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時，而有期徒刑
     未經緩刑或得易科罰金之諭知者，逕認因宣告刑之關係，應將
    被告羈押。以上種種作為，其目的無非認為某種犯罪（如重罪）
    必須分別在實體及程序上受到與一般輕罪、犯罪所得少、對社會
    個人影響小之犯罪有所區隔，以落實公平正義而已。                                
        本人曾於多年前曾偵辦一件色情詐欺案件而凍結犯罪嫌疑
    人之銀行帳戶，當時因無法判斷是否涉及非法洗錢，且92年2
    月6日前洗錢防制法僅於該法第8條規定：「金融機關對疑似洗
    錢之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記錄憑證，得告知當事  
    人，並應向指定支機構申報。」迄至92年2月6日后始增訂同
    法第8之1條有關檢察官得下一個類似扣押命令之規定。由於當
    時情勢急迫，須立即凍結被告銀行帳戶，否則這些不法所得一旦
    被領走將無法追回。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可為
    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立即打電話請銀行將相關銀行
    將帳戶資金凍結，同時以最速件之方式，將公文補齊。記得當時，
銀行經理不是非常願意配合，本人還在電話中花了一番唇舌才說
服他。
        這次辦案經驗，讓自己在面對UlF-Hartwig Hagemann主任   
    檢察官說明德國相關案例時，更是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提出「金錢不可回到加害人身上」這個概念，讓自己深有同感。如果檢方讓金錢回到加害人身上，讓被害人受有損失，儘管嗣後加害人被判處幾年，仍無法填補被害人最痛的傷即損失的金錢，上開東森案件王又曾潛逃國外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二）此次前往德國參訪，令人大開眼界之處就是檢察機關的安全防     
    護設備及檢查措施做的很好。雖然參訪之檢察機關建築物屋齡高  
    達百年以上，無論外表或內部都顯老舊，但透過安全設備及檢
    查，卻營造出威嚴肅穆的氣氛。反觀台灣檢察機關內總是人來人
    往，有時附近的百姓會來吃飯或寄信、提錢（因為機關內有餐廳、
    郵局），甚至來逛一逛（因為機關內有福利社及出租攤販）。加上
    法律服務台設在一樓，詢問的人亦多，造成檢察機關總是一幅熱
    鬧景像。
       而在前開德國檢察機關，進入一樓即以硬體設備將內部與外
部安全隔離，除了負責安檢的法警外，別無其他單位。如欲進入
機關內部，還要透過金屬探測器進行實質的全身檢查，所攜帶的
金屬物品全部要交給法警，不得帶進去，儘管我們是來自台灣參
訪的檢察官亦須檢查。
      當然可能因為德國檢察機關並無偵查庭，檢察官幾乎不開庭，以及台灣的檢察機關是跟審判機關合署辦公，建造之時可能不是規劃得很好（個人判斷），所以縱使要進行控管也非單方面可以決
   定。但個人認為，這不是難以解決之問題，只要就硬體設備方面
   加以改善即可。而經過改進之空間，相信可以減輕法警之壓力及
   工作量，而且讓機關內的人員產生更多的安全感、寧靜感，甚至
   營造些許莊嚴感，提昇機關的形象，讓來檢察機關開庭或辦事的
   人，產生更多的尊敬與重視。
四、結語
      檢察官不能墨守成規，閉門造車，而應多利用機會向各方面學   
  習，畢竟學問無國界。我國向德國承襲甚多的法律規章及制度，而
  德國的法律規章所以能在世界發揚光大，成為許多國家學習之對 
  象，想必有其優點。因此能夠親身前往德國參訪其檢察機關及司法
  機關，甚至參與開庭旁聽，是檢察官畢生難得之經驗。此番研習帶
  給自己許多的新思維，雖然一時無法完全釋放，但宛如一顆種子常
  駐在我的內心，相信日後這顆種子一定能發芽茁壯。
陸、漢堡地檢署有關性侵害及人口犯運之座談   廖梅君 撰
一、考察方向與問題意識： 
負責婦幼組之偵查工作，性侵害案件之偵辦因與一般案件之調查
不同，偶有物證、書證，縱有人證，縱有，多半是傳聞證據，因此常常面臨各說各話、證據不明的情形，辦案經驗中，曾商請心理諮商師為被害人進行諮商，如諮商師發覺被害人有受創的情形，則盡力輔導以撫平其創傷，對於創傷之原因則不一定能查知，因此對案件之偵辦幫助不大，因此常有無力感。此次，想藉由參訪德國檢察機關之機會，瞭解該國地檢署對此類案件之偵辦情形，作為以後辦案的參考。
二、出發前擬定之問題摘要：(德文譯文如附件)

（一）德國之偵查實務上，就性侵害案件如何達到減少被害人陳述（尤其幼童或身心障礙者）之偵訊程序？依該程序所為之訊問證 據能力如何？
（二）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依法未能具結之被害人或雖經具結但被  
告要求對質時，被害人仍面臨到法院接受詰問之情形，且因性侵害案
件之罪刑較重，為保護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在與被害人之保護間，應
如何取得平衡，德國此方面之相關規定為何？在法院審理時，被害人
在法庭上受到何保護？
（三）我國關於性犯罪人之強制治療於94年經修正，舊法於裁判前
鑑定被告是否有治療之必要，但因裁判前對於行為人有無犯罪仍有質
疑，無法作為鑑定之依據，且可能與判決結果相左，因此改採『刑後
治療』。即若有刑之執行者，在徒刑執行期滿前，經鑑定、評估，認
有再犯之危險者。或未有刑之執行者，依現有之社區治療體系進行矯
治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均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強制治療，然期間為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因此有無限期拘禁
之疑慮。德國性罪犯之強制治療措施如何？ 
（四）性犯罪人之假釋制度與其他受刑人有無不同？出監後是否有
實施何監控制度？如社區公告登記制度或裝設電子監控儀器？
（五）近來，大陸女子遭人蛇集團以偷渡來台打工為由將女子騙至
臺灣，來台後再以需償還偷渡費為由，集團式監視、控制女子之行
動，強迫從事性交易之情形漸多，惟此類案件通常是因在各店從事
性交易個別遭查獲，因被害人對臺灣環境不熟悉，行動受限制，因
此無從提供偵辦線索或僅能查獲接送之車伕。且防制人口販運問題
涉及入出境管理、移民政策、勞工政策、刑事訴追、被害人保護安
置等跨部會之職責，防制人口販運之相關法條，又分散於刑法、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勞基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等各種法律中，
德國就此類型案件之查緝是否有何專責或特別之規定？有無整合之
支援系統，提供偵辦上之協助？ 
（六）德國實務上，就性侵害案件之偵辦所面臨之困境為何？
（七）性侵害案件之偵辦過程中，專家證人介入之程度為何？如被
害人在心理諮商師、心理治療師等治療過程中所為之陳述可否採為
證據？如由受性侵害之孩童以畫畫方式陳述，再由專家證人解釋其
畫中之含意，是否可被採為證據？
三、參訪紀要：
（一）參訪時間：96年11月22日上午10：00~12:30
（二）參訪地點：漢堡邦檢察署
（三）由檢察長親自接待，另有四位檢察官與會座談。
（四）首先介紹漢堡地檢署之組織結構


（五） 漢堡地檢署之人員組成：共488人
205位檢察官 
206位書記官
33位檢察事務官
50位其他行政人員
（六）2006犯罪統計
	2006年
	德國
	漢堡

	犯罪總數（不含交通案件）
	630萬4223人
	23萬6547人

	殺人罪
	2468人
	117人

	性侵害案件
	8118人
	279人

	竊盜
	43萬7896人
	16230人


（七）就性侵害案件採取之保護措施介紹並答覆前開提問之概要：
 1、在漢堡有專門警局負責偵查性侵害的業務，訊問性侵害案件被害
    人會全程錄影（兒童及少年一定要錄音、大人則由其自己決定）
    該錄影資料會經專業的心理專家鑑定，可做為證據資料。在審判
    程序中會由法官審查，通常辯護人會提出很多質疑，但如心理醫
    生對兒童及身心障礙者之錄影內容鑑定後認為是可信的，則被告
    的辯護人會勸被告承認，藉以換取較輕的刑度，並以此方式保證
    被害人，因為該項程序只需與心理醫生與少數之偵查人員交涉，
    被害人無須在法庭再為陳述。
 2、四年以下有期徒刑之低度刑案件，係向區法院起訴，惟對性侵害
    案件得直接向地方法院起訴，以限制事實審的次數，使性侵害被
    害人不用反覆、多次陳述，避免二次傷害。
 3、法院審理性侵害案件時，訊問16歲以下之被害人，須經被害人
    同意或由主審法官為之。性侵害案件之隔離訊問是屬例外規定，
    前提是法官訊問孩童對其有傷害或有重大影響時，則須將其與被
    告隔離，以「告以要旨」之方式詢問雙方意見，因為被告在場權
    仍應受保障，所以只有在訊問會對孩童造成重大影響會傷害時，
    才予以隔離。同樣地，成年被害人若有嚴重的恐懼或心理創傷，
    也會行使隔離，完全由法官衡量被害人的受害情形、心理狀態及
    被告的利益等，來決定是否適合做隔離訊問，或者使用同步視訊
    方式進行訊問。
4、有時被告沒有被羈押，須自行到庭，法院也有相關設置，使被告
    與被害人不會在法庭外相遇。
5、性侵害案件若涉及家長性侵害行為，可在進入審判程序前，被害
   人得前往社工諮詢處申請，由免費的社工人員陪同，區法院及地
   方法院均設有專屬社工。不僅針對性侵害案件，其他案件，亦可
透過社工取得保護。
6、針對性侵害案件原則採取快速審理，開庭的時間盡量縮短，以減
   輕被害人的壓力。此部分德國法律並無明文強制規定，但檢察官
會提醒法官長期審理會對孩童發展有不良影響，希望法院速審速
結。
7、德國性犯罪人的治療，必須出於被告自願，因為如非出自當事人
意願，其成效將被存疑，以前德國設有刑後治療的處所，現在是
服刑同時在監獄接受治療，自願才去，法官無權在判決中決定被
告應否治療，不願意接受治療的人就在監所服刑。以前會因接受
治療、服刑情形良好，服刑三分之二後可假釋，但因社會大眾會
擔心，所以現在政策上已改變，而趨於保守，假釋機會不高，必
須經過嚴密的鑑定評估，且受刑人必須與醫院有非常好的合作關
係，才有獲得假釋的機會。由於假釋機會是使被告接受治療的誘
因，因為若不接受治療，就完全沒有假釋的機會。
8、性犯罪人之假釋制度與一般其他受刑人無異，但法官對性犯罪之
假釋犯可能附帶要求不能接近或接觸孩童，但執行上很難落實，
因為沒有電子監控儀器，除非有非常明顯的違反，才會撤銷假釋。
做過治療的受刑人假釋後，仍需做定期的追蹤，如要搬家需先陳
報等。
9、偵辦性侵害案件的困境，是舉證責任的部分，特別是被害後好幾
   年才說出的案件，因德國法律有規定對孩童性侵害案件，其追訴
   時效，從被害人滿18歲才起算，強暴罪是20年，猥褻罪是10年。
   至於專家鑑定制度，審判中法官會請心理治療師針對被害人的心
裡狀況 提出建議，俾其做為判斷的參考。
（八）就人口販賣案件情形及查緝之答覆概要：
    在德國人口販賣案件很多都是為了從事性交易，基本上被害人都是從東歐過來的，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因為被告會向被害人假稱到德國可以擔任清潔工、侍者等工作，而被害人通常是較貧窮之人，會接受這些工作安排，事前都不知情，直到被帶到房間，才知道要從事性交易，但一般不會安排在公開的紅燈區，而是在一般住宅區租房屋，進行私下交易。而被害人因為不會德語，又是被強迫的，有時甚至會被毆打，且販賣集團會以帶被
    害人到德國，被害人需償還此筆費用為由，控制被害人，並取走其所賺的皮肉錢，有些被害人也會認命的聽從指示，認為有一天可以將錢還清而恢復自由，有些則會逃跑。逃跑的被害人通常是利用在路上遇到警察時向警察求救，警察如懷疑是人口販賣案件，會採取兩項措施：1、以證人保護方式，保護被害人，全德國的刑事警察局均設有保護證人的專責單位，且證人保護措施是不公開的，會讓證人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受保護。2、有一個民間團體受漢堡邦資助，專門保護人口販賣案件的受害婦女。在此期間，會對證人做訊問，試圖找出被告後，再將案件移送至地檢署，
    地檢署有專門處理人口販賣案件的部門，由於偵查、審理程序均會再訊問證人，因此證人保護會持續，被害人也不需被告知安置的地點或住處，而找出性交易的地點及犯罪集團成員是警察的職責。人口販賣規定在德國刑法第232 條，刑期是6月至10年，是處罰強迫性的性交易。
    另外在德國，人口販賣也有為了『打黑工』的案件，即利用非法居留的人（通常來自收入低的國家）去賺錢，他們六、七人擠一間房間，且薪資非常低，低到沒有德國人願意做這樣的工作，人口販子會以需償還偷渡費用等理由，強迫被害人為其工作，處罰規定在刑法第233條。此條文為新規定，目前實務上尚無判決，此種案件在法庭上舉證困難，因為被害人本身是非法打工，不但沒有社會保險，甚至已涉及逃漏稅捐等規定，故被害人通常都缺乏協助辦案的意願。警方往往只能以違反居留法來辦理，幫助非法居留的人，將會被論為共犯，若是因此獲利刑責會更重。在漢堡非法居留打黑工的案件比較多，德國針對非法打黑工訂有防制法，依該法規定，海關是處理打黑工案件的第一防制線，其具有司法警察身分，可以去企業調查打黑工案子，並追查逃漏稅案件，如查獲犯罪嫌疑人即移送到地檢署偵辦。
柒、活動照片
2007.11.19  拜訪柏林邦檢察總署，由負責防制貪污的首席主任檢察官Hans Jürgen Fätkinhäuer與會座談
[image: image1.jpg]



贈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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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後全體合影
[image: image3.jpg]



2007.11.20 柏林地檢署與主任檢察官UlF-Hartwig Hagemann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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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完畢贈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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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2漢堡地檢署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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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及與會檢察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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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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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2下午漢堡財政高等法院院長Dr﹒Jan Grotheer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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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紀念品[image: image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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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政高等法院法庭內穿著法袍與院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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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3漢堡刑事審判大樓前合照
[image: image14.jpg]



晚上參加法院法官活動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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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參訪獲贈之資料
一、Staatsanwaltschaft Berlin柏林檢察署
Die Zuständigkeit der Staatsanwaltschaft bei der Geldwäschebekämpfung und Vermögensabschöpfung aus Straftaten und ihre Auslegung der entsprechenden Rechtsnormen 

檢察署關於源自犯罪行為的洗錢防制及財產追徵的職權，及其對於相關法律規範的解釋
二、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      Staatsanwaltschaft    Hamburg
玖、附件
Fragenkatalog der Delegation des Taiwanischen Justitzministeriums 23. November 2007

1. Gibt es in Deutschland bereits ein besonderes Programm zum Schutz der Opfer von sexuellen Delikten ,Speziell bei Kindern und Behinderten Personen, damit diese nicht so oft zur Aussage persönlich vor Gericht erscheinen müssen? Nach welchen Kriterien entscheidet man die Zulassung solcher Fälle? Wie ist die im Prozeß gewonnene Beweisaufnahme zu bewerten? Wie soll man verfahren, wenn die Befragung des Opfers mehr als ein Mal stattfinden muß?

2. Wenn der Fall von sexuellem Mißbrauch vor Gericht verhandelt wird, wie kann man die Opfer vor Gericht schützen? Wie verfährt man in der Situation, wenn der Angeklagte auf einer Gegenüberstellung besteht? Gibt es eine besondere Auflage / Einschränkung beim Kreuzverhör?

3. Heutzutage ist es in Taiwan Praxis, daß die Therapie der Straftäter erst nach Verbüßung ihrer Strafe erfolgt, allerdings gibt es dafür keine festen Fristen, wie sieht es in Deutschland mit der Pflicht zur Therapie aus? Um zu entscheiden, ob der Straftäter bereits einen Therapieerfolg erzielt hat, ist der Staatsanwalt dazu befugt, diesen Sachverhalt zu überprüfen, oder überläßt er diese Entscheidung den Ärzten und Experten? 

4. Sind die Grundregeln für die Bewährung des Straftäters eines sexuellen Mißbrauches die gleichen wie die anderer Krimineller? Gibt es ein System der Überwachung nach der Haftentlassung? Zum Beispiel eine Registrierung seines Wohnortes oder eine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 

5. Gibt es Fälle von Menschenhandel in Deutschland? Solche Fälle berühren meistens die Zuständigkeitsbereiche von Ein- und Ausreise (Zoll), die Politik der Zuwanderung (illegale Immigration), den Arbeitsmarkt (Arbeitsschutzgesetz), Strafverfolgung, Opferschutz und  Unterbringungsmöglichkeiten. Gibt es irgendwelche koordinierten Präventionsmaßnahmen dagegen? Gibt es in Deutschland irgendwelche Gesetze oder spezielle Vorschriften oder speziell dafür zuständige Abteilungen die dieses Problem regeln können? 

6. Welches sind die Schwierigkeiten, die in Deutschland in der Praxis bei der Ermittlung von Sexualstraftaten auftauchen? 

7. Während der Beweisaufnahme bei Fällen sexuellen Mißbrauchs, inwieweit werden dann Experten hinzugezogen? Wenn sich das Opfer in therapeutische Behandlung begibt, werden dann die Aussagen des behandelnden Psychotherapeuten zur Beweisführung zugelassen? Werden die Darstellungen auf Bildern, gemalt von minderjährigen Opfern sexuellen Mißbrauchs, die dann vor Gericht von Experten erklärt werden,  als Beweismittel zuge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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